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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法国汉学家沙畹于 1913 年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海上丝绸之路”
的概念为起点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国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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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外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久弥新，成果斐然。然而这些研究更偏重于对
“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考察，对其他航线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为满足中国市场对海参的巨
大需求，中国海商和“望加锡海参捕捞者”早在 16 世纪即开辟了连接中澳之间的“海参之路”。按
照“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发展演变，此“海参之路”应属“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尽管这一段
历史和这一条商路长时间被忽略，“海上丝绸之路”中澳航线的提出仍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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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时已一个世纪有余①，其间之研究，可谓高潮迭起，硕果
累累。仅以对航线的研究论之，即有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东海航线，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
洋地区的南海航线，殖民者东来后，西方列强开辟的自西向东的中欧航线，中国—马尼拉—拉丁美
洲航线以及以 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为标志的中国—北美洲航线，等等。显然，上述
研究几乎将中国与世界各大洲之间的海上航路尽皆囊括，所缺者，唯中国通往澳洲航线。黄启臣教
授虽提出 1819 年英人詹姆斯·孖地臣(James Matheson)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开出第
一艘茶叶船“哈斯丁侯爵号”为中澳航线的开端，但黄教授并没有对其做任何论证，只是顺便提
及，［1］在学界亦未引起广泛认同。且这一提法，将 1819 年以前的中澳贸易交流的历史忽略了。那
么，1819 年以前中澳航线是否存在?此中澳航线是否可以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本文就此提出
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澳“海参之路”的开辟
澳洲四面环海，与其他大陆相距较远，只有北面的海洋借星罗棋布的马来群岛与亚洲大陆相联
结。因而，马来人较早知道澳洲，但以不适合人类居住，将其称为“死亡之地”。［2］
中国人对澳洲的早期认知，应是随海外交通的发展，在与马来水手和阿拉伯人的长期接触中转
手掇拾而来。像梁时《梁四公子记》中之“南海女国”、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以及赵汝适《诸蕃
志》中之“女人国”，皆源自马来人对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地区的称谓———Ma‘rani，Maharani 又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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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Marani，意曰女王国。［3］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附舶浮海，遍游海外，其所著《岛夷志略》录有 99 个
海外国家和地区，其中记有:麻那里、迷黎之和罗娑斯三地。据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的考证，“麻那
里”为马来语Ma‘rani的对音，即是指上文所提之女王国，在澳洲北部，尤指达尔文港以东一带;“迷
黎之”为 Ma‘reje的对音，指澳洲北部海岸的巴瑟斯特岛和梅尔维尔岛，亦即构成范迪门湾北面的
地方;“罗娑斯”为印度尼西亚语 musa－su或 lusa－su 的对音，意为“最末后的岛”，亦即“绝岛”，指澳
洲。［4］不仅如此，汪大渊在文中还记载了这些地方的一些物产以及风土人情。这些无疑显示出，在
元代，中国对澳洲已经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不过，仍未有中国人到达该地的记载。
中国人与澳洲的直接交往肇始何时?在学界仍是一个无法确定的谜题:澳大利亚学者 C． P．菲
茨杰拉德根据在达尔文港附近出土的一尊寿老雕像，推测郑和的船队可能到过澳洲;［5］赵志华和
李万全两位先生亦据《郑和航海图》确信郑和船队可能到过澳洲海岸;［6］英国人加文·孟席斯(Ga-
van Menzies)亦有类似提法。［7］然而，综而观之，此类观点更多是缺乏可靠证据的推测或论断，尽管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于 2003 年 10 月在澳大利亚国会以此为事实发表演说，［8］从官方角度加重
了这一观点的可信砝码，但是，“郑和船队航抵说”由于无法弥补的资料问题，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
广泛认同。此外，韩振华先生有“元代说”，［9］廖大珂教授则提出“宋代中国人已经航抵澳洲”［10］的
说法。两位教授虽对宋、元古籍做了精彩的考证，但缺少直接证据，仍然使上述结论略显遗憾。
其实，在笔者看来，中国人“何时来到澳洲”的问题固然值得考察，但在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使这
一研究难以取得较为满意成果的情况下，探讨“因何而来”的问题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众所周知，中国人泛海行舟、远涉重洋，更多的是为了贸易，航抵澳洲亦不例外。早在汉代，中
国的海船已航行在马来群岛和南印度附近的海域。［11］至宋元时期，与澳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印度尼
西亚群岛东部海域已是中国商船经常涉足之地。当时，中国商船远航来此，目的是为交易“西里伯
岛的极乐鸟”和“帝汶岛的檀香木”。［12］从 15 世纪初开始，中国海商与苏门答腊、爪哇、帝汶岛以及
西里伯(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等处开启了另一项贸易，即海参贸易。［13］在这项贸易中，由于中国
国内海参市场的供不应求，需求量巨大，价格昂贵，为获取海参，中国海商常常采取资助、雇佣、直接
购买等多种形式与海人(The Sea Nomads)、武吉斯人、望加锡人等合作，垄断该项贸易，从而获得高
额利润。［14］作为合作者，东南亚这些土著族群亦为获得高额的报酬，不惜冒死犯险，从望加锡海域
诸岛为起点，逐渐远到松巴哇岛、帝汶岛、香料群岛、阿鲁群岛去搜集海参。［15］
或许因为上述海参捕捞场的耗竭，［16］抑或因为偶然机会，［17］使得“望加锡海参捕捞者”①逐渐
远到澳洲北部海岸地区采捕，并将该地区称为“马雷加”(Marege’)，意即“海参地”。那么，“望加
锡海参捕捞者”最早于何时来到澳洲北部海岸采捕海参?这在学界仍是一个不断探讨的问题。马
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的航海记表明:“望加锡海参捕捞者”在 18 世纪的 70—80 年代开
始到澳洲北部海岸采捕海参;［18］里贾纳·甘特(Ｒegina Ganter)通过查阅荷兰人的记载提出，“到
澳洲北部海岸进行这种贸易最早也是最可信的时间是 1751 年”;［19］麦克奈特(C． C． Macknight)教
授则认为最有可能开始的时间在 1650—1700 年之间。［20］但根据“望加锡海参捕捞者”在澳洲北部
海岸采捕海参所遗留的物品、尸体等所作的考古研究来看，这一时间应更早，最新的研究成果将这
一时间追溯到 16 世纪，［21］Ｒ． M．伯恩特和 C． H．伯恩特(Ｒ． M． Berndt and C． H． Berndt)通过对澳洲
阿纳姆地(Arnhem Land)土著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后，支持此说。［22］诚如是，中国海商即有可能在
16 世纪随着“望加锡海参捕捞者”的船来到澳洲北部海岸，因为根据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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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谓的“望加锡海参捕捞者”，并不指任何种族、语言或文化群体。它指的是每年驾船来到澳大利亚
北部海岸地区参与采捕海参的所有人。包括上述的望加锡人、武吉斯人、海人、印度尼西亚东部海岛的众多民族。
参见 C． C． Macknight，The Voyage to Marege’:Macassan Trepangers in Northern Australia，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6，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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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Ｒussel Wallace)《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的记载，在“望加锡海参捕捞者”的船员构成中，中
国人赫然在列，且“受人尊敬”。［23］如此，16 世纪可能即是中国人最早到达澳洲的时间。
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望加锡海参捕捞者”的船每年在 12 月底或 1 月初西北季风盛发时，从望
加锡出发，花费大约两周的时间到达澳洲北部海岸，全程约 1600 公里。到 4 月，随季风的改变，船
队向东沿着阿纳姆地、格鲁特岛(Groote Eylant)分散开来，最后，下至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
taria)的底部。到 7 月份，所有的船满载海参，随干燥的东南风返回望加锡。［24］
在这项贸易中，每季参与的望加锡船一般是 80—100 只，从事的人数至少有 1000 人。［25］他们
的船货从 8． 5 吨至 22 吨不等，在 19 世纪上半期每季总的船货大约是 350 吨，占当时中国市场进口
海参总量的 1 /4。［26］
需注意的是，载运到望加锡的海参，最终会汇聚到常驻在望加锡的华商之手，或者说华商通过
各种手段垄断了这里的海参贸易。① 然后，由他们分别从两条航线运送到中国市场售卖。其一，从
望加锡经望加锡海峡，穿越苏拉威西海，到苏禄群岛，然后经苏禄海，抵达马尼拉，从马尼拉穿越中
国南海到达厦门;其二，从望加锡穿越爪哇海，经越南海岸，跨越中国南海到达广州(1819 年新加坡
开埠后，来自望加锡的中国商船会在新加坡转口，然后航向中国)。由此，从澳洲北部海岸经望加
锡到中国，从 16 世纪开始即相继开辟了两条海上贸易航线。
这两条贸易航线的开辟，使得澳洲北部海岸的海参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中国国内海参市场的亏缺，澳洲北部海岸遂成为中国海参市场的重要补给源。
不过，亦需提及，海参并不是澳洲北部海岸提供的唯一商品，随着“望加锡海参捕捞者”与阿纳
姆地的土著雍古族交往的频繁、密切，雍古族不仅受雇于“望加锡海参捕捞者”，为其采集海参，参
与干海参制作，［27］而且提供了其地的“玳瑁、珍珠贝以及其他的印度尼西亚人需要的自然产品”贩
运到望加锡，其中一部分还远销到中国。作为来访者，“望加锡海参捕捞者”带来的则是大米、布、
刀、烟草、酒［28］甚至还有中国的陶器。［29］久之，“望加锡海参捕捞者”与澳洲土著之间，甚至中国与
澳洲之间就有了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或交流。②
然而，随着南澳大利亚政府在 1863 年兼并了北领地，开始不断加强对这种贸易的管理，望加锡
海参捕捞者到澳洲北部海岸采捕海参的活动受到限制。③ 到 1906—1907 年，南澳大利亚政府以鼓
励和保护当地的产业为名，停止“望加锡海参捕捞者”在这片海域的一切采捕活动。［30］至此，由“望
加锡海参捕捞者”执行，中国海商参与，持续近 4 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望加锡—澳洲之间的海参贸
易宣告结束。其间的文化交流亦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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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之所以要交给华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海商为了确保优先取得海参，往往向武吉斯
人提供 200—400 西班牙银元的预付款，以求垄断该项商品。另一方面，“中国海商是唯一掌握分辨海参优劣技术
的人，即使是望加锡土著人也不拥有这项技术”。因而，带着海参回归的武吉斯人需要将海参交给中国海商进行分
类。在望加锡市场，海参的种类不少于 20 种，其价格也因种类的不同而相差悬殊。最劣等的海参在望加锡每担只
有 5 西班牙银元，而最优等的海参的价格是它的 14 倍。很明显，不精于辨别海参者，很难安全地从事这项贸易。
参见 John Crawfurd，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Edinburgh:Archibald Constable，1820，Vol． III，p． 151，pp． 442－
443。
通过澳洲北部海岸经望加锡到达中国的这条海上航线所进行的海参的采捕与贸易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种交流影响体现在望加锡人和澳洲北部海岸土著之间尤为明显，包括了语言、艺术、音乐、宗教、卫生和经济生活
等多个方面，而且这种交流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于中国和澳洲之间则更多表现在商品的交流以及饮食文化的了解
和认知方面。参见 Sandy Blair and Nicholas Hall，“Travelling the Malay Ｒoad:Ｒecognising the heritage significance of
the Macassan maritime trade route”，in Marshall Clark and Sally K． May，Macassan history and heritage :journeys，en-
counters and influences，Published by ANU E Press，2013，p． 213。
从 1882 年开始，南澳大利亚政府对来澳洲北部海岸采捕海参的望加锡船发放许可证，每船每季 10 英镑。
在 1884 年，南澳大利亚政府对望加锡船开始征收关税。参见 C． C． Macknight，The Voyage to Marege’:Macassan
Trepangers in Northern Australia，pp． 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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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参之路”:一段“海上丝绸之路”
这种由多个族群参与的海参贸易虽然结束，但是作为中澳之间的海上航线却永久地存在下来。
根据它的主要功能，我们或可将其称之为“海参之路”。那么，它是否可以算作又一段“海上丝绸之
路”?为此，我们需要考察什么是“海上丝绸之路”。下面是国内外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中对其概念进行考察的一些解释。
早在 1913 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就指出:“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
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31］这是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最
早诠释。其后，1979 年版的《辞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为:“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道路，亦
称丝路。……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西运，故称丝
绸之路。丝绸之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
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
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32］
1991 年，石源华在其所著《中外关系三百题》中则作如下解释:“‘丝绸之路’是 20 世纪初叶以
前沟通亚欧非大陆的主要交通路线的通称。自古以来，东西方的一切经济交往都经由这些交通道
进行传播，由于其中最著名的产品是丝绸，所以便名之曰‘丝绸之路’。”又说:“广义地说，‘丝绸
之路’可以分为三类:……第三类通道是发自华南，经东南亚、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而达波斯
湾、红海的南海路。这条道路也称‘海上丝路’。”［33］同年，陈高华等在《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就
海上丝绸之路的下限问题给予了界定，书中言:“明代是个转折点，15 世纪上半叶的郑和下西洋，
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最光辉的事件。但自 16 、17 世纪起，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许多亚洲
国家沦为殖民地，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规模或范围都大为缩小，海上丝绸之路也就由盛转衰。到
了清代更趋于停滞和没落了。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
国对外关系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至此也就终结了。”［34］
到 2002 年，赵春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又出了严格的限定，他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
概念应具备四个要素，即“海上”“丝绸”“中国主导”和“贸易的自发、平等的属性”。因此，他认为，
“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
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35］此外，龚缨晏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也作出了解释，他在《关
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将“海上丝绸之路”概括为中国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海
上航线;它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二是由中国通往东
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36］
应该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发展，其概念的内涵亦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陈炎在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中，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划分为形成时期(唐代以前)、发
展时期(唐、宋)和极盛时期(元、明、清)，并认为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外，明清时期被葡人占据
的澳门港的兴起，“标志着一直自东向西由中国起航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
是由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船队开辟的，逆方向的近代海上丝路正在从西向东兴起”。［37］施存龙亦
认为鸦片战争之后连接中外的海上交通线依然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38］
黄启臣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提出明代在沿用和发展唐宋以来的古老
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广州—马尼拉—拉丁美洲“海上丝路”和广州—果阿—里斯本的中欧“海上丝
路”。在清代，开辟了广州—北美航线和中俄航线等，如此，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则形成全球性大
循环。［39］李金明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一文中也指出，到了明朝中叶，由于欧
洲殖民者在东亚海域展开的激烈商业竞争，使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迁。西班牙殖民者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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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使“海上丝绸之路”从原先经南海向西到印
度洋、波斯湾、阿拉伯等地，转而向东至日本，或经马尼拉越过太平洋到美洲大陆，然后再经阿卡普
尔科和塞利维亚把中国生丝和丝织品运往欧洲市场，形成了一条联系东西方贸易的“海上丝绸之
路”。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将中国生丝和丝织品转贩到日本以赢利外，
也利用其返程船只把中国生丝、丝织品和瓷器运往欧洲各地销售，遂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从区域贸
易航线发展为全球贸易航线。［40］韩国学者郑守一以及中国学者施存龙亦有同样观点，认为“海上丝
绸之路”不应当仅指由中国南方向西通往东南亚及更远地区的海上交通线，而应扩大到“凡有过从
中国输出丝绸特征的国与国之际海上交往之路”。［41］
此外，顾涧清等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书中给予“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以更为广阔的内
涵，书中言:“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象征性概括，与‘陶瓷之路’‘香药之路’‘茶
叶之路’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时空跨度更宽广，内涵丰富，举凡与海洋活动关联的人类活动，例
如海上交通、海外贸易、贸易制度、宗教传播、文化交流、海外移民等等，皆在涵盖之列。”［42］
综合上文所引可知，在 100 多年的研究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有了很
大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海上丝绸之路”的下限问题。传统观
点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应界定在古代，即从秦汉时期至鸦片战争为止。但新的研究认为
鸦片战争以后连接中外的海上交通线依然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其二，“海上丝绸之路”的航
路问题。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它由通往朝鲜和日本的东洋航线以及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南
海航线组成。但新的研究却将中国通往拉美、北美、欧洲的所有贸易往来的航线皆称之为“海上丝
绸之路”。其三，“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者问题。传统观点大多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者是
中国，起点在中国，中国应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但新的研究却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并不
是古代中国单向的历史创举，古代西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族群在通往东方之路上的不
懈开拓，也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43］其四，“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及与之相关
的“冠名”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之所以称为“丝绸之路”，当然与丝绸贸易有关，那些自始就与丝绸
无关的海上贸易和交通线，自然不应当列入“海上丝路”的范围。但新的研究以为，由于“海上丝绸
之路”远远不只是向外输出丝绸，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它把中国的瓷器、茶叶、中草药等也输出
到世界各地。同时也把外国的特产，如珍珠、宝石、各种香料等传到中国。尽管有的学者因之将其
冠以“陶瓷之路”、［44］“香料之路”、“瓷器之路”、［45］“丝瓷之路”、“瓷茶之路”、［46］“香瓷之路”［47］等
等之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公认的中外之间海上航线的名称，它并没有因时代的不同、
区域的不同以及在航线上贸易的主要商品的不同而被重新命名。换言之，“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
为表示东西方海上交通路线约定俗成的概念，是中外海上经济文化交往的象征性概括，是中国与世
界其他地区海上航线通用的代名词。
由此，基于以上四点分析可知，16 世纪到 20 世纪初，由中国海商等多个族群参与开辟的中澳
之间的“海参之路”无疑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总之，中外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久弥新，成果斐然。不足者在于这些研究更偏重
于对“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考察，对其他航线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对“中澳航线”的研究
起步较晚。究其原因，似与“欧洲中心论”不无关系，因为早期西方学界的澳洲史或澳洲对外交往
史的研究更多集中于白人到来以后的历史，对于白人到来之前的澳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则关注较
少。［48］二战后，这一情况虽有了很大改观，但国外学界所关注的更多在于澳洲北部海岸土著族群与
望加锡人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对于澳洲与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关系则较少涉及。［49］至于国内学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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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由于资料的不足，致使研究起步较晚①，对澳洲的了解只能通过翻译西人的著述来获取②，只有
无奈“盲从”于西方学界。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国内中澳关系的研究虽有所加强，但研究的重心
仍集中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时期，对于本文所述之中澳交流的历史，大多“片言只语”，缺乏深入
研究。［50］于是，“中澳航线”被“忽略”了。
三、结论
本文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中澳航线，虽时间稍晚，但仍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首先，虽然中
国通过“望加锡海参捕捞者”与澳洲北部海岸的海参贸易已不复存在，但它却让我们重温了那段多
元族群跨域交流的历史，使中澳交流的历史源远而流长。其次，这一航线的提出，有力地证明了在
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澳洲不是一块孤立的大陆，而是很早即已被纳入洲际贸易圈之中。质言之，
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已经将其与亚、非、欧、北美、南美和澳洲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
“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各大洲之间的文明作用的具体体现，而且也进一步印证了“世界一体化并非
始于‘大航海’，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论断。再次，这一航线的提出，亦有利于中国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倡议构想的实施与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
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
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但囿于对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概念
的认识，我们在实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时，更多强调的是中国－东盟各类合作沟通机制的
建设，而将澳大利亚置于这一机制之外。现在，这一航线的提出，使澳大利亚可以自然地被纳入这
一倡议的拼图之中，也使澳大利亚能够主动调适，接受和适应这一趋势，努力扩大中澳间似乎有所
忽略的共同战略利益，共同推动地区的繁荣和稳定。③ 如此，中国即可以去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的伟大构想。
注释:
［1］［39］黄启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 年，第 65、6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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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天在其《澳洲史》前言中对于国内学界的澳大利亚史研究如是说:“关于澳大利亚史的研究，在 1979 年
以前，在我国史学界是空白，几乎无人去涉猎它。”参见张天:《澳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
翻译的著作主要有:戈登·格林伍德著，北京编译社译:《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年;曼宁·克拉克著:《澳大利亚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 年;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79 年;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主编，李毅夫等译:《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北京:三联书店，1980
年;杰弗里·博尔顿著:《澳大利亚历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年;E． M．安德鲁斯著，高亮译:《澳中关系史》，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年;里查德·怀德著:《创造澳大利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沃特金·坦奇
著，刘秉仁译:《澳洲拓殖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斯图亚特·麦金泰尔著，潘兴明译:《澳大利亚史》，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等等。
澳大利亚政府虽然在很多方面跟随美国，甚至在对华政策上屡有不和谐言论，但其身处亚太地区，面对经
济发展迅速的中国，保持与中国的沟通、交流，在经济上参与、融入，亦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因而，在澳
大利亚国内有很多学者积极倡议和建言要注重和维持中澳之间历史上存在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以便能够使未来
中澳之间的合作发展自然顺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尼古拉斯·何塞(Nicholas Jose)即是其中之一。她
说:“在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改变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准确地确定自己的位置?以及在亚太机制下，我们如
何加强中澳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多视角，比以往更多的去发现我们的机会，因为，中国无处不在，我们别无
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机会留给别人。”“而通过持续的、现有的两国之间的历史上的连结去了解中国，增进
合作，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参见 Nicholas Jose，“Deconstructing the dumpling:Australia，China，lived con-
nection”，Journal of Australia Studies，2013，Vol． 37，No． 1，p． 116，p．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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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 Ｒoute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A Neglected“Maritime Silk Ｒoad”
FENG Li－jun
(Ｒ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To capitalize on the huge demand for trepangs in the Chinese market，Chinese marine merchants and Ma-
cassan trepangers opened up the“Trepang Ｒoad”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early in the 16th century． Look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Maritime Silk Ｒoad”concept，we can find that the“Trepang Ｒoad”was part of the“Maritime Silk
Ｒoad”． The“Trepang Ｒoad”and its history are ignored because of researchers’standpoint and shortage of research mate-
rials． However，the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on the sea route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which was part of“Maritime
Silk Ｒoad”，still has it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Keywords:“Maritime Silk Ｒoad”，sea route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tre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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